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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杀伤模型（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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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联复杂性是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但相关研究较多在传统的项目管理框架内展开，显现出一定片面性和局限性，如何基于重大工程决策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引入适宜的模型和方法以解决决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而在管理学领域，基于自然杀伤模型（NK模型）已逐渐被应用于研究复杂适应系统内部要素的关联作用，为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为此，聚焦于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对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作出定义并明确其具有的关联性、非线性、自适应性等特征内涵；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从决策环境、决策主体和决策目标出发，采用NK模型构建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理论模型；以港珠澳大桥为例，提出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带来的4个主要问题：决策结构、决策权力、主导决策和内外部关联性，并引入模块化影响矩阵、适应性游走方式、基因型搜索方式和参数K、C仿真等NK模型所特有的问题解决方法，提出相应的决策问题解决方法。结果显示，基于NK模型特有的问题解决方法能够较好地契合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各决策点自下而上彼此关联、交互影响的特征。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的建立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模型框架，同时为后续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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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related complexity is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s. Most of the related studies are conduct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framework, which reveals certain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ed complexity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s. By reviewing rel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starting from th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subjects, and goal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related complexity in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 decision-making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 NK model is use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rrelated complexity in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 decision-making. Taking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main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related complexity in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 decision-making: decision structure problems, decision power problems, dominant decision problem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edness problems. Fin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problem-solving methods unique to the NK model, such as the modular influence matrix, adaptive random walk method, genotype search method, and parameters K and C simulation, can better f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ecision point in the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eing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vely influenced from bottom to top.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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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陈宏权等[1]、Flyvbjerg[2]、盛昭瀚等[3]的研究，重大工程是指耗资数目巨大，参与主体众多，组织关系复杂，对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盛昭瀚等[4-5]认为，相较于一般工程，重大工程管理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进而使其决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霍兰[6]、Pich等[7]、Salet等[8]研究指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重大工程决策复杂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决策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呈现关联复杂性的特征。作为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关联复杂性是指一个决策的制定不仅会影响自身，还会对系统内其他决策产生作用，进而对决策系统整体适应性产生影响，使系统产生了开放性、远离平衡态、自组织等特点。因此，深入剖析重大工程决策的关联复杂性对于应对重大工程面临的决策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针对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既有研究主要在传统的项目管理框架内展开，如Hu等[9]、Wu等[10]、Wijayasekera等[11]分别提出了项目分解结构、柔性进度计划、组织模块化设计等方法。这些研究通常从还原论的视角出发，将重大工程决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分解。然而，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重大工程决策具有自下而上的复杂整体性特征。重大工程决策过程涉及众多决策点，各个决策点按照既定规则和模式产生非线性的关联关系，并通过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和结构方式以获得更高的适应性。盛昭瀚等[3]、Seitz等[12]、Lester等[13]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适应方式使得重大工程决策系统呈现出复杂适应性的特征，如突变、涌现、湮没、演化等。因此，既有的传统项目管理研究框架显现出了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Kauffman[14]提出了可生成适应度景观（fitness landscape）的自然杀伤模型（natural kill model，即NK模型）。Fang等[15]、Siggelkow等[16]研究指出，该模型通过构建个体行为及个体间的交互来模拟复杂适应系统中的自适应和自组织作用，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仿真模型。近年来，NK模型逐渐被应用到管理学领域，用于研究复杂适应系统内部要素的关联作用，为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因此，本研究旨在构建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理论模型，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角度自下而上地探索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决策点之间的关联复杂性问题，以期为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1  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研究评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工程管理系统是一类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如麦强等[17]），因此，相关研究主要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展开分析。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研究中，关联复杂性是一类最基本的特征。Rivkin等[18]认为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导致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在重大工程领域，Pich等[7]、Salet等[8]学者将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强调复杂性来源于决策点间的相互关联。
因此，本研究将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定义为：重大工程决策主体在一定的决策环境影响下，基于各层级决策目标，在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择优和判断，进而在作出最终决策的过程中，决策点之间产生了紧密、复杂的显性或隐性关联，各种关联在时间维度上又会发生变化以影响决策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由此产生的复杂性特征，具有关联性、非线性、自适应性等特征内涵。
重大工程决策的关联复杂性主要归因于决策环境的适应性、决策主体的关联性和决策目标的模块化，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决策问题。在决策环境层面，Davies等[19]学者普遍认为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显著影响；麦强等[17]、Giezen[20]、Vidal等[21]指出，决策点之间非线性的动态关联性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种适应性行为会使决策过程的关联复杂性状态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并反馈于环境。在决策主体层面，Miller等[22]认为重大工程决策过程必须适应复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满足核心决策主体的要求。盛昭瀚等[4]针对核心决策主体的决策范式展开研究，认为对于核心主体决策，会有更多的决策点与其产生一定的关联关系。在决策目标层面，重大工程决策目标的模块化制定影响着决策子系统的形成。例如，向鹏成等[23]将决策目标划分为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资源目标，提出目标的关联性影响着决策点的关联关系，因此需要依据目标的差异对决策进行模块化划分。受到决策环境、主体和目标的影响，重大工程决策过程呈现出关联性、非线性、自适应性等特征，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决策问题，如Fang等[15]提出的决策结构问题，Richardson等[24]提出的决策权力来源问题，Cheng等[25]提出的主导决策问题，Yovits等[26]提出的内外部关联性问题，这些问题在企业决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重大工程决策领域的研究仍较为鲜见。
针对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问题，Seitz等[12]、Mihm等[27]、Giezen[28]等学者提出了多种模型和方法，如层级制组织结构、还原论模型、复杂性降解等，然而，这些模型和方法往往将重大工程决策的关联复杂性看成是一种外生性的问题，尚未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内生性展开研究。而在群体决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复杂适应性模型和方法，例如，Lazer等[29]通过自下而上的多Agent仿真提出了群体结构对并行决策问题的解决模型；Lewin[30]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了动态群决策的过程；严杰等[31]基于NK模型构建了并行问题解决的群决策仿真模型。这些自下而上的仿真模型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成熟应用，但是在重大工程决策领域的应用仍有待拓展。
因此，如何基于重大工程决策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引入适宜的模型和方法以解决决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
2  适应度景观理论和NK模型
适应度景观理论是由美国遗传学家Wright[32]于1932年在研究生物进化的基础上提出的。Holland[33]认为该理论有助于理解复杂适应系统的结构和相互作用。该理论将生物的进化看作是在一个崎岖三维景观上的攀爬过程，景观中的点代表生物可能的基因组合，其高度代表了该基因组合的生存适应度。在此基础上，Kauffman[14]提出了描述适应度景观的NK模型，其中参数N代表一个物种所包含的基因数，参数K代表基因之间的交互数量，以此来表现生物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自适应和自组织作用。而Levinthal[34]将NK模型引入决策领域研究中，认为一个决策系统包括N个决策点，单一决策点对适应度景观的贡献不仅取决于自身，同时还取决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K个决策点。
基于汪应洛[35]、刘兴堂等[36]提到的复杂适应系统的二元组定义，重大工程决策系统是由元素集和关系集共同决定的。而NK模型不仅可以实现对决策点元素的模拟，还可以对决策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交互仿真，与传统自上而下的还原论模型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如表1所示），可以更加贴切地实现对重大工程决策过程的模拟，有针对性地解决出现的决策问题，是未来研究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模型。
表1  NK模型与传统还原论模型对比
	参照项
	传统还原论模型
	NK模型

	研究层次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系统是否具有确定性
	确定性
	随机性

	分析结果解释力
	难以解释
	一定解释能力

	模型系统基本要素
	基于数学方程组
	基于适应性智能体

	系统参数数量
	参数较少
	参数较多

	系统环境
	给定环境
	生成环境

	建模者与模型的关系
	建模者可以对系统作出反应
	建模者可以从系统中学习



3   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分析
本研究认为，重大工程决策过程是指决策主体在决策环境的影响下，经效率准则驱动，确定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决策目标，并根据目标体系制定相应的决策计划，之后不同层级的决策主体通过“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各自提取部分决策前提，最后通过信息传递汇总至核心决策主体，使其在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择优和判断的过程。Mathieu等[37]、Simon [38]等的研究指出，在此过程中，决策点之间产生了紧密、复杂的显性或隐性关联，各种关联在时间维度上又会发生变化，以影响决策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决策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重大工程决策环境、决策主体和决策目标的角度出发，对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决策问题。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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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分析流程
首先，重大工程决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决策点之间相互作用，针对各类外部环境（如政治环境、宏观经济环境、自然条件环境等）不断进行自适应和自组织，重大工程决策所处的环境往往高度开放和高度动态化，因此决策点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更为复杂。其次，重大工程决策是由决策主体实施的，政府、企业、民众等主体之间利益关联复杂，不同的主体可以划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协调者和被协调者的关系，主体角色又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而变化和组合，进而涌现出新的角色关系，对决策过程的关联性产生影响。最后，重大工程决策是根据工程项目的战略目标和系统整体目标进行的决策，它涉及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等目标体系的抽象过程。通常情况下，确定决策目标的关键是对不同目标进行合理组合，确保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决策目标的关联形成对决策过程的模块化关联关系产生了影响。
在决策环境、主体和目标的影响下，重大工程决策过程呈现出了关联复杂性的特征，在进行重大工程决策时，无论在决策子系统内部，还是在决策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关系。例如，港珠澳大桥项目投融资决策子系统中的决策点发生改变，不仅会影响与之相关的该子系统内部的其他决策点的形成，而且也会影响选址规划决策、建设方案决策等其他决策子系统的形成，进而对决策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的特征对层级决策结构的可分解性产生了影响，使来源于不同决策主体的决策权力的关联性更为复杂，对主导决策的全局性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依据决策子系统边界对决策关联性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因此，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使决策过程产生了一系列决策问题，即决策结构问题、决策权力问题、主导决策问题和决策的内外部关联性问题。为此，本研究有针对性地引入了NK模型，构建了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模型基础。
4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
NK模型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适应性智能体的模型方法，可以通过多个仿真参数来模拟重大工程的各个决策点以及决策点之间的关联关系（如表2所示），以此来实现对重大工程决策过程的模拟。此外，可通过使用NK模型所特有的问题解决方法来解决决策问题，具体过程如图2所示。
表2  NK模型中各参数代表含义
	参数
	NK模型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

	N
	物种具有的基因数量
	重大工程复杂适应系统的决策点数量

	K
	基因模块内部表现的上位作用数量
	决策子系统内部决策点表现出来的上位作用，即一个决策点的变更对决策子系统内部其他决策点产生影响的数量

	C
	基因模块之间表现的上位作用数量
	决策子系统之间决策点表现出来的上位作用，即某一决策子系统中决策点的变更对另外决策子系统中决策点产生影响的数量

	A
	各基因拥有的等位基因数量
	决策点的取值，一般取值为0（不执行此决策）和1（执行此决策）

	F
	每个基因对系统整体适应度的影响函数
	每个决策点对重大工程决策系统适应度的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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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运行过程

4.1  决策结构问题
重大工程决策结构是指基于重大工程决策的层级性特征，决策系统由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其中每个子系统又由更低一层的子系统构成，这种分层结构一直延伸到最底层的基本决策点为止[38]。从这些决策子系统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看，可以提出重大工程决策结构问题，将重大工程决策结构分为完全可分解结构、近似可分解结构和不可分解结构。如果重大工程决策系统可分为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内部的决策点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决策点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则称这种决策结构为“完全可分解结构”；如果重大工程决策系统中子系统之间的决策点也存在相互影响，但明显弱于子系统内部决策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则称这种决策结构为“近似可分解的结构”；如果子系统之间决策点的影响程度等于或强于子系统内部的影响强度，则称这种结构为“不可分解结构”。
以港珠澳大桥项目为例，项目前期需要进行大桥着陆点和桥位走线方案、投融资方案、建设管理模式等决策。大桥着陆点和桥位走线方案决策子系统内部具有众多决策点，包括着陆点选择、桥位走线方向等。其中，着陆点选择的结果是桥位走线方向的前提，可为桥位走线方向提供参考基础；而桥位走线方向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制约着陆点选择，子系统内部决策点之间存在着交互关联关系。同时，大桥着陆点和桥位走线方案决策是投融资方案、建设管理模式等诸多其他决策子系统的前提和基础，该方案的变动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子系统之间决策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明显弱于子系统内部的关联关系。因此，以上这种决策结构属于近似可分解结构。
Schilling[39]、Sanchez[40]认为，决策结构的可分解性在模块化（modularization）的文献中引发了普遍关注。通过将重大工程决策依据子系统边界划分为多个模块，研究模块内部与模块之间决策点的关联关系，来解决重大工程决策结构问题。在此基础上，NK模型提供了一个解决重大工程决策结构问题的研究框架，将研究问题分为结构、界面和标准。其中，结构确定哪些模块是重大工程决策系统的构成要素，研究他们如何各自发挥作用；界面确定重大工程决策子系统模块之间如何关联交互，模块相互之间的位置如何安排与联系；标准用于检验重大工程决策子系统模块是否符合系统规则，测定模块的性能。基于NK模型，为研究重大工程决策结构问题，可以借助矩阵图法将重大工程决策结构分为完全模块化结构、近似模块化结构和非模块化结构：如果在模块与模块之间，各个模块内部的决策点不存在交互关系，则称为“完全模块化结构”；如果在模块与模块之间，各个模块内部的决策点存在少量的交互关系，则称为“近似模块化结构”；如果系统内决策点交互随机分布于各个模块中，则称为“非模块化结构”。模块化影响矩阵如图3所示，图中数字代表各决策点，“⸱”代表决策点对自身的交互影响，“×”代表不同决策点之间的交互影响。
	[image: ]
（a）完全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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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似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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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非模块化


图3  重大工程决策系统模块化结构

4.2  决策权力问题
重大工程决策涉及众多决策点，以港珠澳大桥为例，仅项目前期就包括立项决策、大桥着陆点和桥位走线决策、投融资决策、大桥口岸模式决策、中华白海豚保护决策等，不同决策点又可以继续进行拆分。在决策组织形态上，不同决策点的决策主体不同，同一决策点的决策主体也会随时间变化；决策点复杂性越高，其决策主体层级越高则职权越大。基于此，可以将重大工程决策系统中的决策权力问题分为分权式、集权式和整合式3种模式：如果一个决策点的确定只取决于该决策点所属部门管理者的意见，那么将这种决策模式称为“分权式决策”；如果一个决策点的确定取决于上级部门管理者的意见，那么将这种决策模式称为“集权式决策”；如果一个决策点首先由所属部门管理者进行初步确定，一段时间后由最高层级管理者最终确定，那么将这种决策模式称为“整合式决策”。
以港珠澳大桥项目为例，中华白海豚保护决策过程属于典型的整合式决策模式。决策前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从技术、经济、法律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大桥对白海豚不利影响的减缓措施，形成并论证各种调整保护区方案，根据专家及咨询单位意见初步制定《中华白海豚保护专题研究报告》并提交给港珠澳大桥项目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办公室”）。决策中期，协调小组办公室将《中华白海豚保护专题研究报告》上报至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形成修改意见，同时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就生态补偿提出意见，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完善后，上报给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决策后期，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召开多次专家评审会形成反馈意见，依据反馈意见、工程最新方案以及对中华白海豚保护的最新研究确定最终决策方案。最后，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中央政府确定最终的生态补偿方案。港珠澳大桥项目中关于中华白海豚保护决策过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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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港珠澳大桥中华白海豚保护项目的整合式决策模式

针对重大工程决策权力问题，NK模型中的适应性游走方式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问题解决框架（如表3所示）。针对分权式决策模式，设定这种模式下决策点的适应性游走方式仅仅以提高本部门的适应性水平为目标；针对集权式决策模式，设定这种模式下决策点的适应性游走方式以提高重大工程决策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相应地，针对整合式决策模式，重大工程决策点的适应性游走方式前期以提高本部门的适应性水平为目标，后期以提高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具体而言，在分权式全程和整合式前期，决策点的适应性游走并不以提高系统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这允许各决策子系统中的决策点自主进行选择，因此会有较多决策点的改变，这极大地拓宽了决策系统的适应性游走范围；与之相反，集权式的决策模式以提高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因此每次游走只能产生一个决策点的改变，极易陷入局部高峰而无法跳出。
表3  不同决策权力模式下NK模型适应性游走方式
	重大工程决策权力模式
	NK模型问题解决路径
	适应性游走特征

	分权式
	适应性游走仅仅以提高本部门的适应性水平为目标
	同时产生多个决策点的改变，极大拓宽决策系统的适应性游走范围

	集权式
	适应性游走以提高决策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
	每次游走只能产生一个决策点的改变，极易陷入局部高峰而无法跳出

	整合式
	前期以提高本部门的适应性水平为目标，后期以提高系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为目标
	前期具有多个决策点的改变，产生较宽的适应性游走范围，在此基础上进行集权式游走



4.3  主导决策问题
重大工程决策系统包括多个子系统，受到决策目标重要性的影响，决策子系统之间的重要性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会产生对重大工程项目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意义的主导决策。盛昭瀚等[4]指出，主导决策包括具有基础决定性的决策、需求创新性的决策以及发展战略性的决策，如工程规划论证、工程整体方案、投融资模式等，因为它们在宏观层面上要明确地回答重大工程项目要不要建、能不能建、如何建、风险有多大和能不能破解“卡脖子”技术等重大问题。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如果存在主导决策，那么就需要优先考虑主导决策，其他决策应该在其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次序相继完成，进而完成整个工程项目；如果不存在主导决策，那么组织中的多个部门将基于自身的目标进行考虑，同时作出各自的决策。
以港珠澳大桥项目为例，工程全生命周期一般分为工程规划与决策阶段、工程实施前的准备阶段、工程实施阶段和工程运营阶段等，任何一个阶段都对工程项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工程规划与决策阶段是工程项目开展的首要环节，对工程项目能否取得预期的社会经济目标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港珠澳大桥工程立项决策属于典型的主导决策，需要首先对社会效益的必要性、工程物理方案的可行性、跨界管理的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可行性、工程生态的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而其他决策子系统——大桥桥位及着陆点决策、投融资决策、口岸模式决策、中华白海豚保护决策等——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次序相继完成。
针对重大工程主导决策问题，NK模型可以通过多种生物体基因型搜索方式来模拟重大工程在有无主导决策下的适应性水平（如表4所示）。如果重大工程决策系统中存在主导决策，其他决策应该围绕其展开工作，那么可通过NK模型中的串行搜索来实现对这一模式的模拟；如果重大工程决策系统中不存在主导决策，组织中的多个部门基于自身的目标进行考虑，同时作出相应的决策，那么通过NK模型中的并行搜索来实现对这一模式的模拟。串行搜索在一个时间单位内仅完成对一个可能决策点的改变，主导决策点可以优先进行搜索，其他决策点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改变，这种搜索方式将使搜索时间变得更长；并行搜索在一个时间单位内可以完成多个决策点的改变，这种搜索方式将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决策结构不可分解时，会形成较大的制约。
表4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主导决策问题基因型搜索方式
	基因型搜索方式
	搜索类型
	基本原理
	特点

	串行搜索
	局部搜索
	每次搜索只有一个决策点发生改变
	效率较低，但能够将系统适应性渐增的规律体现出来

	
	贪婪搜索
	计算出最高适应点，采用直接移动方式，不用进行多次尝试
	减少了不断搜索花费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是局部搜索的一种改进

	并行搜索
	长跳搜索
	对多个决策点同时进行改变，若系统适应度值未得到提高，便对原有点进行保留
	将每次搜索的范围不断扩大，可以跳出局部高峰的限制，更容易到达全局高峰

	
	认知搜索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认知进行判断并进行不断搜索，以获取最优方案
	通过引入一个认知维度，使得搜索的开始有一个较优的起始点，并且也拓宽了搜索的范围，能够加快搜索速度

	
	模仿搜索
	在适应度景观上确立一个标杆点，通过改变多个属性来与其匹配，使系统进一步达到更高的适应度值
	搜索方向是确定的，适用于模仿创新



4.4  内外部关联性问题
重大工程决策系统可以划分为多个子系统，无论在决策子系统内部还是在两个不同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关系。因此，以模块化决策的子系统为界限，可以将重大工程决策过程的中决策点之间的关联性分为内部关联性和外部关联性：内部关联性存在于一个模块化的决策子系统内部，一个决策点的改变可能会给子系统内部其他决策点的适应性水平带来影响；外部关联性存在于不同模块化的决策子系统之间，一个子系统内部某个决策点的改变可能会给其他子系统中决策点的适应性水平带来影响。
以港珠澳大桥项目为例，投融资决策是其可行性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受粤港澳三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状况、项目财务效益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就内部关联性而言，港珠澳大桥项目投融资决策子系统涉及主体工程投融资模式决策、三地投资分摊决策、资本金以外融资模式决策等多个决策点，因此在确定粤港澳三地的投资分摊比例以及资本金以外融资模式时会受到大桥主体工程资本金投融资模式决策的影响，因为这是所有投融资决策继续深化的基础，投融资决策子系统内部决策点之间相互影响显示出了较强的内部关联性。就外部关联性而言，港珠澳大桥项目投融资决策子系统也不可避免地与大桥口岸模式决策、建设方案决策和运营模式决策等其他决策子系统产生一定的关联，例如，投融资决策的方案制定受到大桥口岸模式决策的影响，需要考虑由于口岸布设方式不同带来的部分桥面管辖权移交和移交方式等法律问题，包括管辖权移交与接受需经过的立法程序、移交管辖权的地理范围、建设维护的标准等。
针对重大工程决策内外部关联性问题，NK模型可以通过参数K和参数C来分别模拟重大工程决策的内部关联性和外部关联性（如图5所示）。具体而言，分析外部关联性的影响一定是在决策结构不可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如果决策结构是可分解的，那么模块化决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就无法对外部关联性进行讨论；而对于内部关联性的分析则需要分别考虑决策结构可分解和不可分解的情况，使用基于Agent的计算实验仿真方法研究参数K的变化对重大工程决策系统整体适应性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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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内外部关联性问题解决路径

5  结论和展望
本研究聚焦于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问题，通过分析重大工程决策环境、主体和目标等系统外部要素，借助NK模型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建立起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在问题层面，提出重大工程决策结构问题、决策权力问题、主导决策问题和内外部关联性问题；在模型层面，基于NK模型所特有的问题解决方法对应引入了模块化影响矩阵、适应性游走方式、基因型搜索方式和参数K、C仿真的问题解决方法，较好地契合了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各决策点自下而上彼此关联、交互影响的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若干研究重大工程决策问题的启示：第一，可以借助模块化影响矩阵来呈现重大工程决策系统中不同决策子系统之间跨模块的关联关系，研究决策结构的可分解性问题；第二，可以借助NK模型的适应性游走方式来实现对重大工程层级式决策权力问题的模拟，探索不同决策权力模式下的系统适应性水平；第三，可以借助NK模型中不同的基因型搜索方式来模拟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有无主导决策问题的情景，为重大工程主导决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第四，可以借助对NK模型中参数K、C的仿真分别实现对重大工程决策系统内外部关联性的模拟，探索决策子系统内部和外部关联性对重大工程决策适应性水平的影响。
基于NK模型的重大工程决策关联复杂性模型的建立，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模型框架，未来可结合模型框架进一步开展基于Agent的仿真实验，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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